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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量化研究中的 p 值操弄現象初探： 
定義、影響與避免之道 

 

周倩＊、吳俊育 

 

1920 年代統計學家 Fisher 之統計理論體系為機率計算和評估的概念，意

指在自變項不受任何影響或操弄的前提下，計算出觀察到的結果之機率，稱為

p 值，並且於該研究脈絡下評估該機率值的意涵；而後 Neyman 與 Pearson 則

提出了虛無假設及對立假設的概念，認為假設檢定應包含此兩種假設。兩個派

別對於檢定方法雖有所不同，但後世將其整合而形成虛無假設顯著性檢定，並

以 p 值作為統計資料分析的一個標準設定。然而，近幾年來，學界開始意識到

p-hacking 現象，本文稱為「p 值操弄」，意指研究者誤用或濫用資料分析方法，

以便得到統計顯著結果，並據此宣稱得到成功的實驗，撰寫研究結果文章投稿

至期刊發表。本文針對教育量化研究，首先說明 p 值的由來與學理，其次深入

探討 p 值操弄方式、對教育學領域之學術研究的影響，以及期刊如何偵測與避

免 p 值操弄。最後，本文提出研究者對 p 值應有的正確認知及避免操弄的實務

作法，包括在提出統計顯著性的同時，也應提供實務顯著性的證據，確保研究

結果的可重製性，詳細陳述分析架構與細節，學習並理性地選擇合適分析技術

等。 

 

關鍵詞： p 值操弄、有問題的研究行為、量化研究、虛無假設顯著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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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p-Hacking in Quantita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Definitions, Impacts, and Preventions 
 

Chien Chou＊& Jiun-Yu Wu 

 

In the 1920s, the statistician Ronald Fisher introduced a statistical theory system 

based on probability calculations and evaluations. Fisher coined the term “p-value” to 

denote the probability of observing the obtained results, assuming that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not influenced or manipulated. This calculation helps evaluate the likelihood of 

such results within the research context. Later, Neyman and Pearson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null hypothesis and alternative hypothesis, advocating for the inclusion of both in the 

hypothesis testing. While the two approaches to testing statistical hypotheses were different, 

these approaches were later integrated into what is now known as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 with the p-value as a standardized measur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identified a concerning trend known as 

“p-hacking,” where researchers misuse or abuse data analysis to achieve mislead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n, researchers claim to have speciously successful experiments 

and publish the implausible research results in journa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p-hacking 

within quantita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loring its origins, definition, technique, impact, 

and how journals prevent the manipulation of p-hacking. Finally, this paper reinstates the 

correct perception of p-value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ng p-hacking, including 

providing evidenc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le present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nsuring replica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stating the structure and detail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judicious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analytical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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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量化研究中的 p 值操弄現象初探： 
定義、影響與避免之道 

 

周倩、吳俊育 

 

壹、前言 

 

教育研究可用來評估教育與教學各面向的成效，解決各式教育問題，也能促使教

育的改革與創新，藉以確保培育出優質且有良好素養的人力資源，足以面對未來挑

戰，支持社會永續發展。其中，量化研究方法為教育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常見的

研究設計方法有問卷調查、對照試驗及因果研究等，研究者常常使用統計學方法分析

資料，以描繪各因素之間的關連性。 

近年來，各式跨國大型教育評比與資料庫林立，再加上人工智慧與虛實科技加速

教育大數據的發展及應用，藉由教育環境的數位轉化，研究者得以有系統地蒐集巨量

或巢套資料，深入檢視當代學習者於多元教育現場的學習與適應樣態。這些豐富的巨

量資料帶來諸多新穎的教育研究視野與機會，但同時也考驗研究者選用適當研究與統

計分析方法的能力，以求更周延、更嚴謹地完成量化研究。例如為了分析線上學習者

在與同學或是與機器人進行合作學習時的對話差異，研究者必須選用適合巨量時序密

集且符合重複取樣結構資料的分析方法，例如使用多階層模型等方法以檢驗人人或是

人機的不同配對，對於合作學習的對話歷程差異。若是忽略巨量資料規模的數量級

（orders of magnitude），或是忽略了資料階層性而選用了不適當的分析方法，都將可

能造成參數估計失真。最常見的是呈現錯誤的統計顯著（statistical significance）結果，

導致偽陽性的統計決策。 

另一方面，近年來，學術界拿來評量研究者的指標之一，常常是期刊論文的數量，

教育研究界也不例外。但是在研究資源日益減少，競爭者眾多的情況下，論文作者為

了要擠進期刊刊登的窄門，通常都希望能寫出引人注目的論文，以便獲得編輯和審查

人的青睞（Fanelli, 2012），許多量化研究領域的研究者於是相信：期刊只喜歡刊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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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顯著結果的研究論文，當這樣的信仰成為了一種習慣，造成學界存在一種特別的

研究行為，即所謂 p-hacking 現象，本文稱為「p 值操弄」。p 值操弄屬於「有問題的

研究行為」（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 QRP）（Sijtsma, 2016；Steneck, 2006）。

Banks、Rogelberg、Woznyj、Landis 與 Rupp（2016）認為，QRP 的產生是研究者為了

要支持某項主張（assertion）而呈現有偏誤證據之研究行為，讓同行質疑該研究之設

計、分析過程或研究成果。p 值操弄也是有疑義研究行為之一種，即便可能不會直接

被判定是違反學術倫理的樣態，但是對於科學研究的發展、科學知識的傳播與累積，

卻會造成程度不一的傷害。 

而今大型資料庫與教育大數據的巨型階層資料，更加需要適當的量化研究方法，

以根據取樣規劃進行周全的資料搜集，以及嚴謹的分析與結果陳報。因此，讓我們有

機會來重新檢視 p 值操弄議題。本文目的，即是針對教育常見的量化研究，透過分析

探討現有文獻，說明 p 值的歷史與學理，其次陳述常見 p 值操弄的手法、影響為何，

最後說明現今教育研究者於研究執行歷程中對 p 值該有什麼正確的認知，並建議實務

作法，尤其針對巨型階層資料分析提供避免 p 值操弄的可行作法。希冀當代教育研究

者能正視此一有疑義的研究行為，自行警惕，並極力避免此一行為。 

 

貳、p 值（p-value）的歷史與學理 

 

現今教育界或跨領域的量化研究中，常用的 p 值是 Karl Pearson 於 1900 年為了介

紹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時所提出的概念（Pearson, 1900）。而談論 p 值，就不得

不提到統計學 Fisher 與 Neyman-Pearson 兩派的理論體系。統計學家 Fisher（1925）提

出機率計算和評估之概念，主張在自變項沒有任何影響的假設前提下，計算出所觀察

到結果的機率，並且稱之為 p 值，這就是顯著性檢驗（significance testing）之始。而

Neyman 與 Pearson（1933）則提出了研究假設概念，強調研究假設應被分為可接受檢

驗的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以及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而假設檢定應

包含此兩種假設。除此之外，Neyman 與 Pearson 亦提出α、β以及 1-β 的概念，α

代表型一錯誤，其內容為錯誤地拒絕虛無假設的機率，而β代表型二錯誤，內容為錯

誤地拒絕對立假設，1-β 則定義為檢定力（power），即代表正確地拒絕虛無假設的機

率。這兩派的理論尚有許多不同之處，Fisher 的顯著性檢驗是根據觀察之數據訂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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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 Neyman-Pearson 檢驗則是在測量前訂定α、β以及所需樣本大小；雖上述兩

派學者存有不同的統計考驗看法，但早期教科書的作者們竭力想弄出一個看上去客觀

的統計推斷分析方法，將 Fisher 與 Neyman-Pearson 的方法合在一起，形成了虛無假

設顯著性檢定（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 NHST）（Gigerenzer, 2004）。 

NHST 是在 1940 年代開發的，最初的倡導者認為 Fisher 與 Neyman-Pearson 的兩

種方法截然不同，但隨著文獻中越來越多地使用 p 值，且大多數關於統計假設制定的

現代教科書和課程都沒有區分這些方法，這可能就是導致日後 p 值與α容易混淆的主

因（Brereton, 2019）。 

目前 NHST 仍是應用的主流，其標準的虛無假設顯著性檢定流程如下：研究者先

行擬定研究問題，設定虛無（H0）與實驗假設（H1），確立母體分布與理論模型，並

預先確定好在意的錯誤決策型態（例如，型一錯誤或型二錯誤）與可允許犯錯的機率

大小（例如，型一錯誤發生的機率＝.05 或.01）作為臨界值（cutoff value，或稱為「門

檻值」），判斷是否達到顯著水準（significance level）。研究者接著歸納性地利用檢定

分析，檢驗在虛無假設為真的前提下，收集到的樣本資料（x）所呈現的統計檢定值

（例如，z、t、F 或2 值）的生成機率（P(x|H0)）。當 p 值小於或等於＝.05 時，研究

者可以在虛無假設為真的前提下得到此檢定結果的機會非常小，代表此實驗現階段資

料並不支持虛無假設，因此可拒絕虛無假設，且以目前的實驗資料得以保留實驗假

設。例如，新的動畫教材經過實驗法比較後，發現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控制組，

所以研究者可以宣稱此新的教材「有效」。 

因此，虛無假設顯著性檢定就是利用一個可允許被犯下錯誤決策的機率大小，作

為一個武斷的臨界值來評斷 p 值的大小，通常是設在 0.05。如果觀測的實驗效果大於

統計上的隨機差異，也就是 p 值小於.05，稱為統計顯著（也就是「陽性」，positive），

研究者就可拒絕虛無假設，保留實驗假設；反之，稱為統計不顯著（也就是「陰性」，

negative）。舉例來說，實驗組在學習前述提到的新動畫教材後，學習成效並沒有比未

學習該教材的控制組高，所以研究結果無法證明此新動畫教材有效。這樣的結果對於

教材設計的研究與實務可能有所助益，但就因為未得到統計顯著結果，研究者可能就

此放棄報告此數據成果。 

Nuzzo（2014）在其文章中指出，當 Fisher 提出顯著性檢定或 p 值時，只是單純

希望以較客觀、精確的量化統計值，能協助科學家得到更為科學性的證據以作出決策

與結論，加上 1920 年代末期興起了所謂「以證據為基礎的決策」（eviden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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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風潮，要求「嚴謹及客觀的科學證據」，當時其他學者如波蘭數學家

Jerzy Neyman 與英國統計學家 Egon Pearson 也提出不同的規則導向（rule-based）資料

分析架構與概念，包含統計檢定力（statistical power）、偽陽性（false positives）與偽

陰性（false negatives）等（Perezgonzalez, 2015）。這幾位學者不停爭論，也互相批評

對方的分析法，但是最終被後世將其學說合併寫成操作手冊給非統計學背景的研究者

使用（Gigerenzer, 2004）。 

 

參、p 值操弄的定義與相關名詞 

 

在此先針對上述提及的其他相關統計概念進行名詞釋義，包含偽陽性、偽陰性、

和 p 值操弄。在教育領域中，偽陽性是指：如果一個統計檢驗得到了 p 值小於臨界值

（通常設定為 0.05）的結果，拒絕了虛無假設，也就是結果宣稱支持變數間有關係或

研究處理有成效，但真實的情況卻是符合虛無假設，該檢驗結果則犯了型一錯誤（Type 

I error，其相對應發生的機率稱為）；反之，偽陰性為：如果檢驗結果不拒絕虛無假

設，而實際上真實的情況屬於對立假設，該檢驗結果即犯了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

其相對應發生的機率稱為）。 

所謂的 p 值操弄，就是研究者有意濫用或誤用資料分析方法，以便得到統計顯著

結果，因此引起學界諸多討論的問題是：現今以統計結果為主要證據的論文中，可能

隱含了太多型一錯誤（Ioannidis, 2005），事實是本來沒有統計顯著性，卻被研究者操

弄到好像有。造成此問題的原因並不在於統計檢驗前臨界值所設定的數值大小為何，

而是這數值引發了一些研究者的迷思，以為有統計顯著結果的研究就是實驗成功，實

驗處理方能被宣稱為有所成效，研究才有價值。Nuzzo（2014）即言，p 值已經是統

計檢定效度的黃金標準，但是它並不如科學家想像的可靠。的確，p 值常用於醫學、

心理、教育、社會科學等領域，然而即使研究結果已獲得達到顯著水準的 p 值，研究

者還是應謹記並注意，p 值會受到樣本數大小以及抽樣誤差的影響。在大型資料庫與

教育大數據蔚為常見的浪潮下，此一問題將會因為資料的數量級遽增或是階層性複雜

化而更為加劇。因此，當代教育研究者必須更加體認，p 值確有其侷限性（Nelson, 

Wooditch, & Dario, 2015）。 

2013 年美國三位統計學者 Simonsohn、Nelson 以及 Simmons（2014）正式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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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提出 p-hacking 這個名詞。這三位學者早在之前就提出此問題，甚至在該篇期

刊論文中稱之為「研究者的自由度」（researcher degrees of freedom）（Simmons, Nelson, 

& Simonsohn, 2011）。他們觀察到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在實驗前，常尚未決定要收多

少樣本數據，也未事先決定收到數據後的統計分析方式、怎麼處理離群值（outlier）

等。研究者會探索各式的統計分析方式，甚至還自我合理化地修改數據（例如，刪除

離群值）、選擇性報告（例如，不報告共變數）、反覆計算分析，直到計算出符合個人

期待的 p 值。在這三位學者的文章中，共進行了二個研究，並用電腦數值模擬來展現

一個錯誤的假設（聽披頭四的歌《當我 64 歲》就可以年輕 1.5 歲），卻可以藉著操弄

樣本數、控制變項以及選擇性報告，輕易得到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偽陽性結果。 

許多學者也提出一些與 p 值操弄相關的名詞。例如美國統計學者 Andrew Gelman

與 Eric Loken 用「岐路花園」（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來形容研究者先有數據後再

選擇各種分析方法的現象（Gelman & Loken, 2013）。另外，「數據挖掘」（data mining，

這個名詞現今更常用於資料探勘技術的總稱）、「數據釣魚」（data fishing）、「釣魚探索」

（fishing expedition）、「數據梳理」（data dredging）、「數據屠宰」（data butchery）、「顯

著追求／尋求」（significance chasing/questing）、「選擇性推論」（selective inference）等，

也是泛指 p 值操弄的行為（Aschwanden, 2019；Nuzzo, 2014；Smith & Ebrahim, 2002）。 

 

肆、p 值是如何被操弄的 

 

哪些行為算是 p 值操弄？最常見的行為是先看了數據或初步分析結果之後，再決

定假設怎麼寫，直到有顯著的結果出現。例如要探討學生遊戲成癮的現象，收完資料

以後進行統計分析，再依據統計結果決定研究假設為男生有遊戲成癮的比例比女生

高、國中生的比例比國小生高。上述情形與近年來研究界出現的另一個現象相關：

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相似，此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Norbert Kerr 於 1998 年提出。這個由首字母縮寫的新名詞指的是：研究者根據統計結

果才提出的假設，被佯裝為研究前就擬定的虛無假設；或是研究者在統計分析前擬定

的虛無假設，因為研究產生不樂見的統計結果而在研究報告中略而不提（Kerr, 1998）。 

另一種 p 值操弄的行為就是進行重複比較。Gelman 與 Loken（2014）指出，這發

生在研究者針對同一個實驗的虛無假設，進行多次不同組的重複數據比較，或是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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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數據集體加或減一個變數，又或者合併變數等方式再重複進行多次比較。例如，

把同一個實驗內的幾組數據重複進行兩兩比較，跑完 20 次統計檢定後至少得到一個

顯著結果，但相對的至少犯一次型一錯誤率達到了 64%（   64.05.011 20 ），此時，

除了 Bonferroni correction 等族系錯誤率（familywise error rate）校正技術以外，變異

數分析等整組實驗假設的整體性考驗（omnibus test）就成為適切的分析方法，確保預

設可允許犯錯的機率不被重複比較所影響而膨脹。 

其他 p 值操弄行為還包括變更離群值的刪除條件，例如，把分數過低或過高的學

生資料刪掉。或者再多收一些數據，或是選用出現統計顯著結果的特定統計分析方

法，例如不論各組樣本數不同，就選用 LSD 而不用 Scheffe 來做事後比較等。此外，

當研究者處理大型資料庫或教育大數據時，若忽略了資料的數量級或是階層性，沒有

將此考慮進數據分析框架之中，都會造成偽陽性的統計決策。如果研究者選擇性地報

告這些有顯著的結果，而不報告其他未顯著的統計結果，這就成了所謂的「摘櫻桃」

（cherry-picking）的論文了。 

 

伍、操弄 p 值對學術研究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國際學界已經發現 p 值操弄的問題，國內也逐漸有相關討論

與教學（林澤民，2016），大陸學者也有相關介紹（程开明、李泗娥，2019），可供參

考。p 值操弄或許不算是嚴重的研究不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 RM），但是絕對

屬於一種有問題的研究行為（QRP）（Banks et al., 2016）。 

操弄 p 值到底對學術研究的進展會有什麼影響？首先，操弄 p 值會偏離學術求真

求實的宗旨，違犯研究誠信中誠實、嚴謹、透明的基本原則（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起草

委員會，2020）。本來做研究的目的是累積人類的知識以接近真理，滿足人類對未知

的探索與好奇，解決學術上或實務上問題。以教育界來說，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學習的

本質，解決教育的學術或實務問題，理解所有成員（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

家長等）之間，以及他們與外在社會經濟環境之間的關係。不論如何，若是因為研究

者需要發表以換取一些利益，因而不自覺或故意操弄假設、實驗、數據及統計方法，

得到不可靠的結果，不但會讓社會大眾對教育研究者、教育研究成果失去信心，除了

浪費研究資源外，也會讓這個不可靠的教育研究成果永遠留存在人類的知識庫中，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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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的研究者在一個不堅實甚至是錯誤的基礎上繼續研究下去。 

其次，現今許多政策或標準的設立，都需要有系統地回顧過去所有相關的研究，

以便得到整體的發展脈絡與結論，例如後設分析（meta-analyses），已經成為學界的黃

金定律，用來彙整所有成效證據或變數的相關性，教育界也會進行各式的後設分析研

究，以得知某一教育議題的整體結果，例如余民寧、翁雅云與張靜軒（2018）針對國

小到高中職學生數理科學學習動機的性別差異所做的後設分析；又如廖遠光、陳政煥

與楊永慈（2020）針對行動學習對學生學業成就影響的後設分析研究。後設分析結合

多數相關研究的效果量估計（effect size estimate）以得出一個整體的效果量估計

（overall effect size estimate），再加上樣本數較大的研究，常被認爲所得參數估計的標

準誤較小，所以在後設分析計算整體效果量估計時會被給予較高的權重（例如，inverse 

variance weighting）（Borenstein, Hedges, Higgins, & Rothstein, 2009）。這是後設分析領

域中一個基本原則。一旦有不可靠的研究成果被納入並再次分析，可能會膨脹後設分

析研究結果的效果（Head, Holman, Lanfear, Kahn, & Jennions, 2015）。以教育研究來

說，如果上述後設分析研究中的每一個別研究被操弄到有顯著結果，讓後設分析的結

果也將顯示具有正向的成效，那麼針對學習動機性別差異、行動學習對於學業成就影

響的後續研究，或是相對應的政策與標準設立，都將會做出失當的判斷。 

 

陸、期刊如何偵測及避免 p 值操弄 

 

如果 p 值操弄是現今學界的一個問題，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期刊也肩負部分責任。

Fanelli（2012）的研究利用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資料庫分析了 4600 篇發

表在 1991-2007 年各領域的論文，發現在這 17 年間研究結果為正向（陽性）的論文成

長了 22%，並有領域與國家差異。社會科學及部分的生醫領域成長幅度較大；亞洲國

家（特別是日本）的正向結果論文顯著高過美國，又高於歐洲（特別是英國）。亦有

其他研究顯示，學術期刊也真的如研究者的懷疑，較少刊登沒有統計顯著的論文（Allen 

& Mehler, 2019；Ioannidis, 2005）。針對此種現象，Simmons 等人（2011）對期刊提出

一些建議： 

1. 審查人一定要確保作者都有遵循科學研究的假設陳述、實驗設計、數據收集、

統計分析與詮釋等規定。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  
 

 

- 116 -

2. 審查人要能多容忍不完美、不顯著的結果；但對明顯統計檢定力不足、卻還呈

現統計顯著結果的研究要多加檢視。 

3. 審查人應該要求作者展示其研究結果不是取決於單一、武斷的分析決策。 

4. 如果認為研究中數據收集或分析的說法不具說服力，審查人應要求作者重新再

做一次相同的研究。 

除此之外，Head 等人（2015）建議，期刊一定要提供清楚的投稿須知，要求論

文中要報告效果大小、樣本數、要求 p 值到小數點後第三位等。最重要的是，期刊應

該要求作者完整敘述資料分析的過程，不能只列出得到夠小 p 值的那一次分析結果。

同時，作者也應該詳實交代資料收集規劃，例如，樣本規模、取樣框架與階層性；另

外，期刊也應鼓勵作者提供原始數據供審查人審查、供其他研究者使用，以上種種作

法或許可以減少 p 值操弄的可能性。但是國內的教育類期刊，似乎較少要求提供原始

數據以供審查之用，更遑論作者將資料公開給其他研究者使用。 

最後，現今期刊界亦推行「註冊論文」（Registered Report, RR），鼓勵研究者寫完

研究背景、文獻、方法後就先向期刊註冊並接受匿名審查，如果被接受了，期刊會要

求 作 者 將 研 究 資 訊 放 在 一 個 開 放 平 台 （ 例 如 Center for Open Science, 

https://www.cos.io/），接著作者確實依照審查過的研究計畫收集資料，不必擔心結果不

符假設的問題，也不會讓作者有操弄 p 值的需要（Chambers, 2019；Power, 2016）。但

是國內的教育類期刊，似乎尚未採行 RR 的措施。 

 

柒、研究者如何處理及避免 p 值操弄 

 

因為學界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可能有疑慮的研究行為，有些學者討論是否要把臨

界值從 0.05 改到 0.005（Chawla, 2017），更有些學者呼籲學界不要再做什麼顯著性檢

定，不要再用 p 值了，這種種的反思，也值得讓教育研究者參考。但是，這個已經在

學界用了近百年，被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統計方法，不可再用的話要用什麼？的

確，有些學術期刊，例如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宣稱投稿文章都不可以

用 p 值。筆者瀏覽了這本期刊最近幾期的論文，不管是實驗法或相關性研究，果真都

沒有出現 p 值，而是提供效果量（effect size）、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整合

了信心水準的區間估計等訊息，給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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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美國統計學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ASA）出面表示，還不到

全面捨棄 p 值的時代，只是研究者需要充分了解 p 值，不要濫用誤用即可（Wasserstein 

& Lazar, 2016）。ASA 所發表之聲明（ASA Statement o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p-Values）對 p 值有進一步的澄清，聲明中的六點原則提到，p 值可顯示數據與某個特

定統計模型的不相稱程度（indicate how incompatible the data are with a specified 

statistical model）。用來說明數據證據與虛無假設之間的關係，但並未具有測量效果的

大小或研究結果的重要性（does not measure the size of an effect or the importance of a 

result）。結論的決定不應只是基於 p 值有沒有過了特定的截結值（should not be based 

only on whether a p-value passes a specific threshold）。如果 p 值缺乏情境資訊（contextual 

information）或其他證據，則所提供推論決策的訊息有限。因此我們不能、也不應該

將 p 值當作分析或是發表的最後一步，而是應該配合完整數據資訊、統計方法的考量

與選定等細節，才能得到較全面且精確的推論。ASA 所發表之聲明亦強調報告研究結

果時的完整、透明性（full reporting and transparency）（Wasserstein & Lazar, 2016）。上

述原則也正與 Simmons 等人（2011）對論文作者提出之建議類似：作者應在收集數據

前，決定數據收集結束的準則、列出所有收集的變數、報告所有的實驗情境，以及當

數據被排除或共變數被納入時，需報告未排除或未納入的統計結果等。 

除了注意這些研究過程中的資料處理與統計細節，Head 等人（2015）建議，如

果可能，在「盲目」（blind）的情況下做統計分析（e.g., blind analysis）（MacCoun & 

Perlmutter, 2015）。例如不知道哪些是控制組或實驗組的數據，或許也是一個減少 p 值

操弄的方式，至於這種「盲目」處理能不能實施在教育研究的資料分析階段中，還需

要思考。Head 等人亦建議，只要研究者並非故意涉入有問題的研究行為（QRP），只

是誤用了統計方式去處理資料，則表示這些研究者對方法、統計的知能不足，需要用

教育的方式去解決。而 Greenland 等人（2016）的文章，對避免誤用統計檢定、p 值、

信心區間、統計考驗力等都有詳細說明，可以作為教育研究者學習的起點。 

 

捌、教育研究者如何不依賴 NHST 或 p 值 

 

Wasserstein 與 Lazar（2016）在導讀 ASA 聲明時，提及 Mount Holyoke College

的退休名譽教授 George Cobb 在 2014 年於 ASA 討論區貼了一篇問與答的文章，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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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什麼大學及研究所都在教 p＝.05？因為科學界及期刊主編都在用。為什麼這麼

多人都在用 p＝.05？因為他們在學校都學這個。此問答雖莞爾，卻讓我們在了解 p 值，

深入知道 p 值操弄及其後果之後，可以更進一步的來了解可以避免操弄的實務作法。 

因應教育研究的創新需求，量化研究法社群應時刻反省、精進分析與研究法的技

術與規範。自 NHST 將 p 值作為一項基於分配假設的理性證據開始，反對這項作法的

聲音就不曾削弱。近百年來，各方研究者依循著科學求真求實的原則，持續發出異議，

提供不同做法或替代方案。目前最廣為人接受的做法，就是要求研究者在提供 p 值與

NHST 等「統計顯著性」證據的同時，也必須提供「實務顯著性」的證據，例如前述

常見 p 值操弄的重複比較手法，可以透過變異數分析等整體性考驗（omnibus test）提

供 F 統計值與 p 值，有效避免整組實驗虛無假設檢定 p 值因重複比較而失真。此時，

再搭配效果量（effect size）（Cohen, 1988）如2，partial 2 或2 等實務性顯著指標，

或如 Nuzzo（2014）建議，在論文中給數據更多的描述，例如報告「效果量的信賴區

間」（Thompson, 2002），不要只說 p 值有顯著或沒顯著，將可提供統計決策更完備的

量化證據。效果量的定義為「差異、效果或是關聯的強度」（Snyder & Lawson, 1993），

包含常用的 Cohen’s d、Glass’s delta、以及常用的判定係數 R2、相關係數 r 或是標準

化迴歸係數等。而信賴區間即為整合了信心水準的區間估計。例如研究者在執行多元

迴歸分析時，可以回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信賴區間（Jones & Waller, 2013），作為結合

效果量與信賴區間的更完備報告。這些數值較廣為研究社群熟悉，也都漸漸包含在各

層級研究人員養成的系列統計教學內容裡。換言之，統計分析結果除了利用 p 值檢驗

所提出的假設是否通過特定的截結值外，另外提供信賴區間與效果量等統計值，更能

協助讀者有信心地全面檢視所估測結果的實際效應（practical significance）。 

但是在推動使用這些數值的研究發表報告會比較容易嗎？以在教育研究領域常

用的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研究發表格式為例，到 1994 年第四

版才第一次出現「鼓勵使用效果量」（encourage reporting effect sizes）字句，直到 2001

年第五版才增強為「建議使用效果量」（recommend to use effect sizes），並加註警語「如

果沒有呈現效果量，那是一種研究設計與發表報告的缺失（defect）」，但卻因為此版

手冊中缺乏完整報告例子而飽受抨擊。時至今日，報告效果量已漸成常態（Pek & Flora, 

2018）；不過，這時熟悉統計的教育研究者就會發現，無論是效果量、信賴區間等等

作法，本質上都還是與 p 值和 NHST 有緊密關係。所以，以上做法仍然無法完全杜絕

p 值操弄等「有問題的研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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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完整嚴謹地報告科學研究的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細節，確保研究結果的「可

重製性」（scientific reproducibility）是唯一關鍵的誠信原則。例如分析大型資料庫資

料或教育大數據時，研究者需詳細報告取樣框架（sampling scheme），說明資料檔的

樣本數量級與取樣分層，也澄清排除樣本未被選取的原因；也要詳細陳述分析架構

（analytical framework），切實使用取樣權重（sampling weight）、重複抽樣加權值

（replicate weight）等複雜取樣分析應使用的校正技術（Lee & Wu, 2012, 2013）。研究

者可進行多階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Raudenbush & Bryk, 

2002）或多階層結構方程式模型（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Mehta & 

Neale, 2005）等建構，將不同取樣單位的變項關係明確地以不同階層方式檢驗，藉以

得到不同層級的模型呈現與參數估計；或在進行多階層的模型建構時加入取樣權重，

以得到更接近母體參數的不偏估計值（Asparouhov, 2006；Rabe-Hesketh & Skrondal, 

2006）。如果是統計模擬（statistical simulation）研究，除了報告模擬實驗的詳細設定

外，需檢驗不同資料規模的數量級對參數估計、統計決策的影響，也要呈報效果量等

資訊。初始設定值（例如 seed）也會影響結果，因此建議進行重複模擬實驗，例如回

報多個 seed 所產出的總整性分析結果，或是設定 random seed 選項等（Morris, White, & 

Crowther, 2019）。 

更重要的是，所有奠基於分配假設的統計分析，都必須在符合其假設前提之下，

才能產出一致、不偏頗的分析結果。因此，在未檢驗所用分析技術所需假設是否被滿

足前，研究者不可盲目地使用軟體預設值逕自進行分析。研究者必須根據分析假設來

檢驗結果，理性地選擇合適分析技術，以獲得一致不偏的估計值、p 值、效果量與區

間估計。不然，就算是報告了多種的統計值，所得的數值可能仍然是偏誤的。例如，

若線性模型分析的常態性假設被拒絕了，研究者可以採用強健式參數與標準誤估計器

（robust parameter and standard error estimator）（Wu & Kwok, 2012）。如果取樣獨立性

假設被違犯了，那多階層建模（multilevel modeling）（Wu, Lin, Nian, & Hsiao, 2017）

或是重複取樣分析技術（repeated measure techniques）（Liang & Zeger, 1986；Wu, Kwok, 

& Willson, 2014）就是必須採用的分析技術。如果研究者發現手中的資料很難符合諸

多分配假設，那使用無母數分析（nonparametric analysis），或是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Efron & Tibshirani, 1993），這些都是較能得到強健統計決策結果的分析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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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語 

 

的確，多數研究者都習得以 p 值判讀教育量化研究結果是否具備統計顯著性。然

而，除非是統計專業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會去懷疑其研究結果的侷限性與潛藏的危

機。Aschwanden（2019）提醒我們，hacking 這個字聽起來有點像壞人做的不道德的

事，以至於研究者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在欺騙他人，不會做這種壞人才做的事。操弄

p 值可視為人類行為的一種：我們傾向去找證據支持我們相信的東西是存在的，然後

對不支持的證據視而不見。但是，在教育研究的範疇中，研究者即便是無意地操弄 p

值，也不能免除犯下數據資料不當分析的行為瑕疵。 

現今教育系統與現場的數位轉化，研究者取得大型資料庫或教育大數據等資料的

機會大幅增加，並使用量化方式數據化再現當代學習者於多元教育現場的複雜學習與

適應樣態。本文藉此機會，在簡述了 p 值及 NHST 的歷史與學理之後，詳細地呈現了

p 值操弄的定義、相關名詞、手法，更針對資料數量級與階層性等衍生問題進行討論。

同時，本文也提出了教育類期刊出版界與研究者自身可以努力避免的方向，更提醒了

研究社群應有的正確認知及實務作法。本文認為，如果我們暫時無法拋棄 NHST、還

是要靠顯著性檢定去分析資料，就必須秉持科學研究的嚴謹態度，遵從本文所列的諸

項專家建議，並對 p 值應用有更深一層的素養與反思：理解它、善用它，不要誤用它，

更不要操弄它。如前所述，即便 p 值操弄不見得就違反了學術倫理，但這是一種必須

盡力避免的有問題研究行為。 

如本文之介紹，不用 NHST 或 p 值，或是在呈現「沒有效果」假設為否、「效果

存在」的統計顯著證據時，研究者也需一併報告「實務效果重要與否」的實務顯著證

據，並詳實呈現研究設計、數據分析完整細節與結果。此外，如同前文所述，除了

NHST 之外，我們還有很多統計技術可以多加學習並且合理運用。身為研究者，我們

應終生記住，研究是為了求真求實，讓人類文明能夠奠基於具可重製性的嚴謹科學研

究之上向前邁進，而操弄 p 值，恰好是反其道而行。 

本文期收拋磚引玉之效，期待更多教育研究學者研發更多統計技術，以及更具科

學客觀性與嚴謹性的分析判讀指標，以增進教育量化研究的適用性與精準性。也期待

更多統計教育者開發相關課程，推廣並提升研究者有關 p 值操弄的基礎認知，反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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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潛藏的問題，精進複雜取樣分析可使用的校正作法，不但讓教育研究品質提升，更

具有學術或實務價值，若成果能貢獻給社會國家，必定能讓我們的教育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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